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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价值决策中 , 个体不可能同时以同等权重处理所有选项信息 , 注意因而成为塑造选择的关键机

制。当前争议集中在：注意究竟通过放大被关注信息的价值权重(乘法机制), 还是通过为当前关注选项提供额

外推动(加法机制)来影响证据积累。本文系统梳理行为、计算建模与神经证据后提出, 两种机制并非竞争关系, 

而是同一决策过程在不同阶段与层级上的功能性分工。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注意的计算机制在决策过程中

呈现乘法向加法的动态转变。具体而言, 决策早期与信息的属性层(价格、收益等)以及选项层(主观价值), 注

意以乘法调节为主, 表现为放大价值信号的权重; 决策后期与整合层(证据积累)上, 注意则更可能表现为对选

择方向的额外推动。基于此, 本文提出“时间×信息层级”的整合框架, 以统一解释既有研究分歧, 并揭示注意

在价值决策中如何通过多路径动态调控证据积累过程, 从而为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决策模型提供新的理论基

础。该框架进一步强调, 注意并非单一作用机制, 而是一个跨时间与信息层级协同运作的动态调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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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价值决策并非对既定效用的静态读取, 而是

在有限时间与认知资源约束下, 对多种信息进行

采样、比较与整合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 个

体无法同时以同等权重处理所有选项与属性, 因

而必须在不同信息之间进行选择性关注。在信息

丰富而注意资源有限的情境中, 注意不仅被视为

一种有限的认知资源, 还在从复杂的环境中筛选

与建构价值相关信息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De 

Martino & Cortese, 2023)。因此, 个体在选择食

物、商品或风险方案时, 不仅需要评估各选项的

主观价值 , 还必须决定此刻优先处理哪些信息 , 

即“先看什么、再比什么”。与此同时, 主观价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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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并非固定, 而是依赖个体当前目标与内部状态, 

并在不同情境中动态变化(Juechems & Summerfield, 

2019)。神经证据表明, 大脑中的价值表征会随行

为目标改变而发生重构, 即相同选项在不同目标

下可被赋予不同价值(Castegnetti et al., 2021)。然

而, 相比于价值本身如何被建构, 更为核心的问

题是, 这些价值信息如何进入比较过程, 并在后

续证据积累过程中持续影响最终选择。 

序列抽样模型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核心框

架。该类模型认为, 决策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而是

通过对证据的持续采样与积累逐步形成, 当某一

选 项 的 累 积 证 据 达 到 阈 值 时 即 产 生 选 择

(Busemeyer & Townsend, 1992; Forstmann et al., 

2016; 刘逸康, 胡传鹏, 2024; Usher & McClelland, 

2001)。该框架不仅适用于传统的二选一任务, 也

被广泛应用于多属性、多选项决策情境。在这些

情境中, 个体需要在属性比较、选项比较与证据

积 累 之 间 不 断 切 换 (Busemeyer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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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cliff et al., 2016)。在价值决策中, 进入积累过

程的并非刺激强度本身, 而是选项或属性的主观

价值。不同属性可能以不同顺序和速度进入比较, 

从而使决策表现出明显的时间结构(Busemeyer & 

Townsend, 1992; Shadlen & Shohamy, 2016; 

Zylberberg et al., 2024)。多属性研究进一步表明, 

不同属性(如审美与热量、价格与质量)不仅可以通

过调节漂移率进入证据积累过程, 而且注意在属

性与选项之间的分配会共同决定哪些信息被优先

整合、哪些信息被相对折扣(Fisher, 2021; 刘梦颖 

等, 2024)。这一视角将研究重点从“单一的价值比

较过程”扩展至“价值在决策过程的不同阶段”, 并

凸显了注意在连接信息采样与决策形成中的关键

作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注意并不仅仅是在形

成主观偏好之后的被动结果, 而可能主动参与信

息采样、价值构建与最终选择形成过程。现实决

策中, 个体不断在选项之间转移目光, 在属性之

间切换加工重心, 而非同时处理全部信息。一系

列眼动研究发现, 注视时间更长——尤其在决策

末段被持续注视的选项——更可能被最终选择

(Bhatnagar & Orquin, 2022; Lupkin & McGinty, 

2023; Shimojo et al., 2003)。进一步操控注视顺序

或持续时间也会系统性改变选择概率(Eum et al., 

2023; Tavares et al., 2017)。这些结果表明, 注意不

仅仅是偏好的反映性信号, 也可能直接参与偏好

的形成过程。但需要注意的是, 视觉注视并不完

全等同于注意本身, 个体即使未直接注视某一位

置, 也可能通过隐性注意(covert attention)优先加

工未被注视的信息(Carrasco, 2011; Posner, 1980)。

这意味着当前大量基于眼动研究捕捉到的内容 , 

可能只是注意动态过程中的一部分外显表现。在

互动情境中, 个体还可以有目的地调节自身的注

视模式, 以传递或隐藏信息。这进一步表明注意

与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情境依赖性 (Hausfeld et 

al., 2021)。进一步研究指出, 注意分配本身还可能

反映最优信息采样策略, 即个体倾向于优先关注

价值较高且不确定性较大的选项(Callaway et al., 

2021)。在此基础上, Krajbich 等(2010)提出的注意

力漂移扩散模型(attentional drift diffusion model, 

aDDM)将注意正式纳入证据积累过程：被当前注

视的选项在积累中获得更大权重, 而未被注视选

项的价值则被打了折扣。围绕这一模型, 研究逐

渐分化出两种解释路径。其一, Smith 和 Krajbich 

(2019)将其称为乘法模型 (multiplicative model), 

即注意通过放大被关注信息的价值作用而影响漂

移率, 这一过程可以被表示为注意对证据权重的

调节机制(Zilker & Pachur, 2022)。多选项研究进

一步表明, 注视不仅反映信息采样, 还会主动提

升被注视选项的主观价值, 从而改变其相对优势

(Thomas et al., 2021), 因此注意效应依赖于价值

大小 (Krajbich et al., 2010; Smith & Krajbich, 

2019)。其二, Smith 和 Krajbich (2019)将其命名为

加法模型(additive model), 即注意作为一种额外

的方向性推动, 直接使决策变量朝当前被关注的

选项方向偏移 , 其作用相对独立于价值大小

(Cavanagh et al., 2014; Frömer & Shenhav, 2022)。

两种机制分别强调注意对价值表征与证据整合的

不同作用。已有研究从行为表现、计算建模与神

经机制等多个层面为其提供了支持, 但单一机制

难以同时解释早期的信息采样、后期的最终注视

偏向以及多属性决策中的跨层级加工。 

基于此, 本文聚焦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注意

究竟在价值决策的哪一阶段、以何种计算方式、

作用于哪一层级的信息？围绕这一问题, 本文首

先梳理乘法机制与加法机制的理论假设及其证据

基础, 提出一个“时间×信息层级”的整合框架：在

决策早期与较低信息层级上, 注意更可能表现为

对价值信号的增益调节, 这一过程与注意在信息

采样阶段优先分配于高价值与高不确定性信息的

现象相一致(Callaway et al., 2021), 而在决策后期

与较高整合层级上, 注意更可能表现为对选择方

向的额外推动力。本文的目标并非在两种机制之

间简单裁决, 而是解释它们为何在不同研究中得

到不同支持, 并据此推进对价值决策中注意机制

的结构化理解。 

2  注意的乘法机制：通过价值增益影响
决策 

2.1  乘法机制的核心假设：注意放大价值信号 

乘法机制的核心假设是, 注意并非直接推动

选择, 而是通过改变价值信号在证据积累中的作

用来影响最终决策。在这一框架下, 被注意的信

息更容易影响决策, 并不是因为它获得了额外的

推动作用, 而是因为其原有价值在比较过程中被

放大了。注意效应表现为对价值的依赖性,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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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视时长, 对高价值选项的推动更强, 而对低

价值选项的影响相对较弱。 

基于这一思想, Krajbich 等(2010)提出注意力

漂移扩散模型 (attentional drift diffusion model, 

aDDM), 首次在计算层面将注意纳入证据积累过

程。该模型认为, 在任意时刻, 被注意的选项在证

据积累中权重更高, 而未被注意的选项相对被削

弱, 从而使当前注视选项更具优势(Krajbich, 2019; 

Krajbich et al., 2010)。从计算角度看, 这一机制可

理解为：注意并不改变选项本身的价值, 而是改

变该价值在比较过程中所占的权重。 

这一交互特性使乘法机制能够自然解释总体

价值效应：当整体价值较高时, 被注意信息所带

来的增益更容易转化为更快的证据积累和更强的

选择优势。同时, 这一机制也可扩展至多属性决

策情境。在此类情境中, 注意不仅在选项之间分

配, 也在属性之间分配, 从而改变不同属性进入

整体价值计算的相对权重(Fisher, 2017; Yang & 

Krajbich, 2023)。因此, 乘法机制不仅适用于简单

的二选一任务, 也能够解释复杂价值构建过程中

注意对信息权重的系统性调节。 

2.2  乘法机制的行为与计算证据 

在基于价值的决策中, 个体通常需要在多个

选项之间进行比较, 其中最基本的情境是二选一

决策。在这一过程中, 决策并非瞬时完成, 而是通

过在不同选项之间不断转移注意, 对信息进行逐

步采样并积累证据, 从而形成最终选择。换言之, 

个体会在选项之间交替注视, 并在这一过程中持

续更新比较结果。基于这一动态过程, 早期眼动

研究发现, 个体更有可能选择长时间注视的选项, 

这一现象被称为注视偏向效应 (Shimojo et al., 

2003)。进一步通过操控两选项的相对注视时间发

现, 该效应具有因果性：当某一选项被强制注视

更长时间时, 其被选择的概率显著提高。相关元

分析也表明, 通过改变注意分配影响选择的效应

具有稳定性 , 其中停留时间的操控尤为显著

(Bhatnagar & Orquin, 2022)。 

然而 , 这些结果主要说明注意会影响选择 , 

但并不能区分其具体作用机制。若注意通过乘法

机制起作用, 则高价值选项在被注视时应表现出

更强的选择优势与更快的决策速度; 若注意仅提

供固定偏置, 则这一优势不应依赖价值大小。现

有行为与计算建模研究整体上更支持前一种解

释。aDDM 相关研究显示, 注视效应在总体价值

较高或价值差异较小的条件下更为显著, 这表明

注意并非简单将选择推向当前注视项, 而是通过

改变价值进入比较过程的强度发挥作用(Krajbich, 

2019; Krajbich et al., 2021; Smith & Krajbich, 

2019)。 

这一机制在更复杂的决策情境中同样得到支

持。多选项研究表明, 视觉显著性与价值信息需

要被联合建模, 注意通过改变信息采样与比较顺

序间接影响选择; 在多属性决策中, 注意还会在

属性层面重新分配权重, 使某些属性在最终价值

计 算 中 占 据 更 大 比 重 (Fisher, 2017; Yang & 

Krajbich, 2023)。此外, 注意的作用还可能跨越不

同决策, 影响后续选择中的信息采样与权重新分

配。已有研究发现, 前一任务中形成的注意偏向

可以迁移到后续价值选择中, 进而改变个体的信

息采样习惯与权重分配(Gwinn et al., 2019)。这些

研究共同表明, 注意会影响不同价值信息在比较

过程中的权重, 从而影响最终选择。 

2.3  乘法机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在神经层面上, 乘法机制的关键预测可以归

结为一个核心命题：注意并非提供一个与价值无

关的固定推动力 , 而是通过增强价值信号本身 , 

从而改变其在比较过程中的作用强度。因此, 其

关键特征并不仅仅是神经活动增强, 而是这种增

强会依赖于信息本身的价值大小。 

首先, 来自价值编码区域的研究表明, 注意

会直接调节价值信号的表达强度。在腹内侧前额

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和

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中, 神经活动

不仅反映选项价值, 还会随注意分配发生系统性

变化。例如, Lim 等(2011)发现, vmPFC 中的价值

信号会随着注意状态发生改变; McGinty 等(2016)

进一步表明, 在自由观看条件下, OFC 对价值的

编码不仅取决于选项本身的价值, 还会受到当前

注视位置的调节。这些结果显示, 注意影响的并

非信息是否被编码, 而是价值信号本身的表达强

度。更重要的是, 这种调节并非对所有信息的统

一增强 , 而更可能依赖于选项的相对价值大小 , 

即高价值信息在获得注意后, 其价值表征会被进

一步放大(Pearson et al., 2022)。因此, 注意效应会

随着价值差异变化而动态改变, 这更接近于对价

值信号的增益调节, 而不是一个与价值无关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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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推动力。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这种价值增益过程可能

并不完全依赖外显注视。从神经计算视角看, 主

观价值编码受到有限认知资源约束(Polanía et al., 

2019), 因此注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资源分配机制, 

使被关注的信息获得更高编码精度, 从而在比较

过程中产生更大影响。与此同时, 价值导向注意

研究发现, 高价值刺激即使未被直接注视, 仍可

以优先获得注意资源(Anderson et al., 2011)。进一

步地, 隐性注意同样可以调节 OFC 中的价值编码

(Xie et al., 2018), 而 Li 等(2026)研究也发现, 高

价值与隐性注意之间也存在相互关系——在选项

未被直接注视的时候, 高价值的选项就已经开始

吸引注意。这些结果表明, 价值与注意之间的相

互作用可能在外显注视发生之前便已经开始, 因

此乘法机制更可能体现为一种依赖价值大小的信

息增益过程。 
2.4  乘法机制的局限与关键争议 

乘法机制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注意效应清晰嵌

入价值比较过程, 但其局限也源于这一设定：一

旦注意效应不依赖价值大小, 或主要发生在价值

比较之后, 单一的乘法解释便难以成立。 

第一, 因果方向并非始终单向。乘法机制通

常假定“注意引起价值放大进而产生选择”, 但实

际决策中, 注意与选择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动态关

系, 正在形成的选择倾向也可能反过来牵引注意, 

使个体在临近决策时更频繁地注视即将被选中的

选项。因此, 注视与选择之间的关联, 并不一定说

明注意在选择形成之前就对价值产生了调节作

用。有研究指出, 注意不仅可以影响偏好的形成, 

正在形成的选择倾向同样会反过来引导注意分配

(Ting & Gluth, 2024)。 

第二, 注意并非始终跟随选项的主观价值。

研究表明, 注意优先指向的往往是与当前目标或

任务相关, 或具有更高诊断性的信息, 而不一定

是主观价值最高的信息 (Sepulveda et al., 2020; 

Vanunu et al., 2021)。这表明, 注意在决策过程中

可能首先服务于目标匹配与信息筛选。具体而言, 

个体可能通过学习形成对任务相关特征的选择偏

好, 从而优先关注这些信息, 使其进入后续的价

值计算过程(Jahn et al., 2024)。因此, 注意对决策

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放大价值, 而是更可能通过

影响信息输入间接塑造价值。 

第三, 单纯依赖乘法增益机制, 难以解释那

些不依赖价值大小的后期偏向。例如, 即使是低

价值选项, 被持续注视也可能获得额外选择优势; 

而决策末段出现的最终注视偏向, 也可能更多反

映了对已经形成的选择倾向逐步稳定化, 而不仅

仅是对价值信号的持续放大(Cavanagh et al., 2014; 

Westbrook et al., 2020)。因此, 决策的后期注意效

应可能不仅涉及价值权重调节, 还可能与选择收

敛、决策承诺或方向性偏移有关。 

3  注意的加法机制：通过固定增益推动
决策 

3.1  加法机制的提出：对价值放大解释的补充 

如果说乘法机制强调注意如何调节价值信号

的权重, 那么加法机制关注的则是：在价值已进

入积累过程之后, 注意是否仍作为独立输入继续

推动选择。该机制正是为解释那些难以用“价值放

大”说明的注意效应而提出 , 尤其是决策后期持

续注视与最终选择高度重合的现象(Mormann & 

Russo, 2021)。 

在加法框架下, 注意并不改变选项本身的价

值, 而是在证据积累过程中引入一个与当前关注

对象对应的固定推动项。该推动项不涉及“选项有

多好”, 而是决定“积累更容易朝哪一方向推进”。

因此, 即使两个选项价值相当, 甚至当前被注意

选项价值较低, 只要注意持续集中在某一选项上, 

决策变量仍可能被推向该选项(Cavanagh et al., 

2014; Frömer & Shenhav, 2022)。加法机制的重要

意义在于, 注意不仅调节价值的作用, 还会直接

参与选择的形成。这一视角尤其适用于解释这样

一类选择结果：仅凭选项之间的价值差异难以预

测个体选择, 而注意在时间中的分配却能够提供

显著的预测信息, 同时也为理解注意在决策后期

如何推动选择倾向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路径。 

3.2  加法机制的行为与计算机制 

从行为现象看, 加法机制的直接证据来自那

些注视效应较少依赖或不依赖价值大小的结果。

更关键的是, 在某些任务中, 即使在控制选项之

间的价值差异之后, 被注视更多的选项仍更容易

被选择。如果注意仅通过调节价值权重起作用 , 

那么在控制价值之后这一效应应当减弱或消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表明注意对选择的影响并

不总能还原为价值权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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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模层面, Cavanagh 等(2014)基于漂移扩

散模型(drift diffusion model, DDM), 将单试次注

视时间作为回归变量引入证据积累过程, 发现其

主要预测的是漂移率向当前注视选项方向的偏移, 

而非通过放大该选项的价值信号影响决策。由此, 

加法机制能够解释低价值甚至负价值选项在被持

续关注时仍更可能被选中的现象。在更复杂的多

属性与多选项情境中, 这种独立推动作用同样存

在。注意在属性之间的切换不仅决定信息采样顺

序, 还会改变积累路径, 使当前被关注的信息更

容易影响后续的整合结果 (Frömer & Shenhav, 

2022)。 

进一步的实验研究通过操纵决策过程中的注

视时间, 发现增加对某一选项的注视会显著提高

其被选择的概率, 从而为注意作为独立因素直接

推动选择提供了行为层面的因果证据。同时, 该

研究表明 , 注视效应主要发生在决策后期阶段 , 

支持证据积累过程中存在近因效应(刘洪志  等 , 

2022)。但值得注意的是, 后期注意偏向也并非完

全依赖显性眼动本身。已有研究发现, 即使未发

生直接注视, 也依然能够对最终选择产生系统性

影响(Eum et al., 2023)。这一结果提示, 决策后期

的偏向过程可能不仅涉及外显注视的持续停留 , 

还可能包含隐性注意对特定信息的优先加工。 

3.3  加法机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加法机制的神经预测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命

题：在决策后期, 除价值信号本身之外, 还存在一

种额外的方向性输入, 推动决策系统逐渐收敛于

某一选择。围绕这一命题, 现有证据主要来自于

对决策后期整合阶段的神经记录。 

首先 , 单神经元研究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支

持 。 Sampson 等 (2025) 在 前 辅 助 运 动 区

(pre-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pre-SMA)的记录发

现, 当前被采样的选项的神经活动会随注意分配

而增强, 并且这种增强并不完全依赖其主观价值

的大小。同时, 未被关注的选项仍保持一定程度

的神经表征。这一结果提示, 决策后期可能存在

一种不完全依赖价值大小的方向性偏移过程。然

而, 需要注意的是, 前辅助运动区本身也广泛参

与动作准备、反应选择与行为承诺等过程, 因此

这些晚期活动未必完全反映注意对价值整合的直

接推动 , 也可能包含决策收敛后的动作规划成

分。因而, 我们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与后期

方向性推动相关的候选神经信号。进一步的证据

来自于对决策时间结构的研究。Aquino 等(2023)

的人类颅内记录显示 , 前辅助运动区(pre-SMA)

中的神经活动先反映价值整合信号, 随后才编码

最终选择结果, 表明价值计算与选择承诺在时间

上存在分离。这一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意味着, 在

价值整合完成之后, 决策系统可能仍存在一个与

选择收敛相关的后期阶段。不过, 该阶段究竟反

映注意偏向、反应承诺, 还是更一般性的紧迫性

过程, 目前仍需进一步研究加以区分。 

3.4  加法机制的边界条件 

尽管加法机制弥补了乘法解释的部分不足 , 

但将注意简化为一种固定推动作用同样会带来新

的问题。首先, 加法机制可能低估价值对注意以

及注意对选项的制约作用。大量研究表明, 注视

并非单独决定选择的因素, 被关注的高价值选项

通常比低价值选项更容易获得最终优势(Krajbich 

et al., 2010; Smith & Krajbich, 2019), 说明注意的

推动往往嵌入在既有价值结构之中。 

其次, 加法机制难以解释多属性决策中注意

与属性权重之间的系统关系。若注意仅提供恒定

推动力, 则难以说明其为何会稳定改变某些属性

在最终价值计算中的作用大小, 而这类现象更接

近乘法式或交互式调节(Yang & Krajbich, 2023)。

最后, 神经证据同样表明, 注意不仅影响选择方

向 , 还会改变价值编码本身。腹内侧前额叶

(vmPFC)、眶额皮层(OFC)及相关网络中的价值信

号会随注意状态而变化(Lim et al., 2011; McGinty 

et al., 2016; Xie et al., 2018), 这超出了单纯“固定

推动”的解释范围。 

因此, 加法机制更适合被理解为注意在特定

阶段和特定层级上的一种作用形式, 而非对全部

注意效应的统一解释。只有将其置于更长的决策

时间过程与更复杂的信息加工结构中, 才能准确

界定其适用边界。 

4  时间×信息层级：整合两类机制 

4.1  为什么需要整合：两类机制解释的是不同问题 

将乘法与加法机制简单理解为非此即彼, 容

易把原本属于不同层级与不同阶段的现象置于同

一维度上竞争。实际上, 两类机制分别反映了注

意作用的不同侧面：乘法机制强调注意如何改变

价值信息的作用, 而加法机制则强调注意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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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选择时推动决策朝某一方向积累。因此, 二

者并非替代关系, 而是功能互补。前者回答“被关

注的信息为何更有分量”, 后者回答“当前关注为

何持续推动选择”。若不加区分, 同一结果既可能

被解释为价值放大, 也可能被解释为方向性推动, 

从而造成表面上的理论对立。 

近年的模型与神经研究已开始为这种互补性

提供支持。He 和 Bhatia (2023)提出交互性影响, 

指出注意并非被动跟随单一属性, 而是在属性之

间递归互动 , 从而改变后续采样与整合路径 ; 

Sampson 等(2025)的神经发现也为多种注意作用

方式的可能性提供了经验依据, 这些结果可与乘

法与加法机制的不同解释相对应。基于此, 研究

重点不应停留在“哪种机制更优”, 而应转向“在何

种条件下不同机制分别占主导”, 这也构成了本

文提出整合框架的理论出发点。 

4.2  时间维度：从价值增益到选择偏向 

一个自然的整合路径是从时间维度来理解这

一问题。从计算建模角度看, 决策并非在单一时

点完成, 而是证据积累在时间中的展开过程。在

序列抽样模型中, 决策变量随时间逐步累积, 并

在达到预设阈值时形成选择。神经影像研究进一

步表明, 这种随时间演化的决策信号在不同情境

(如社会与非社会决策)中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动态

特征 , 表明其可能依赖统一的神经计算机制

(Arabadzhiyska et al., 2021) 。 HajiHosseini 和

Hutcherson (2021)通过结合计算模型与 EEG 信号, 

区分了属性构建与证据积累在时间上的先后关

系：属性相关信号在决策早期达到峰值, 而证据

积累信号则在更晚阶段逐渐增强, 并在接近反应

时达到最大。这一结果表明, 决策过程呈现出从

信息构建到证据收敛的动态演化过程。 

因此, 价值决策更适合理解为一个随时间动

态展开的连续过程, 而非单一时点完成的结果。

这一过程通常包括信息采样、比较整合以及选择

输出等阶段。Westbrook 等人(2020)认为, 注意在

决策过程中会根据时间进程逐渐变化, 由乘法逐

渐过渡到加法。此外, 多属性漂移扩散模型表明, 

不同属性不仅在证据积累中的权重不同, 其进入

积累过程的时间也存在差异(即“漂移潜伏期”)。这

意味着, 不同信息并非同时进入比较, 而是在时

间进程中被逐步引入并整合。从操作性角度看 , 

决策早期通常对应证据尚未接近阈值、系统仍处

于广泛信息采样与权重分配的阶段; 而在决策后

期, 随着证据逐渐逼近阈值, 系统内部的选择倾

向开始稳定, 决策过程也逐渐由开放式比较转向

收敛性选择(刘逸康 , 胡传鹏 , 2024)。与此一致 , 

证据积累过程中的参数(如漂移率)也可能随时间

动态变化(Lombardi & Hare, 2021)。与此同时, 决

策推进还伴随着系统不确定性的逐渐降低, 个体

对于选项价值及其属性的确定性会在比较过程中

不断细化(Lee & Hare, 2023)。需要强调的是, 选

项间的价值差异本身并不随时间改变, 但其对行

为的影响会随着证据积累过程逐渐展开。因此 , 

在决策早期, 由于偏好尚未稳定, 系统通常表现

出较高不确定性; 而在后期, 随着证据不断接近

决策边界, 系统对价值差异的利用增强, 决策也

逐渐收敛。这一时间结构为理解注意的作用提供

了新的视角。在决策早期, 高价值信息更容易优

先获得注意资源, 无论这种注意体现为显性注视

还是隐性注意, 都可能通过提高价值信息进入积

累系统时的权重, 放大其对后续选择的影响。因

此 , 乘法机制更接近一种“注意调节价值信号增

益”的过程, 而不仅仅是“看向哪里”的眼动现象。

此时, 被关注选项或属性的价值信息更容易进入

积累系统 , 并在证据积累过程中获得更高权重 , 

因此这一阶段更容易表现为乘法机制, 即注意通

过改变价值信号在漂移率中的权重影响后续决策

(Fisher, 2023; Krajbich et al., 2010; Yang & 

Krajbich, 2023)。需要说明的是, 在 aDDM 中, 注

意折扣因子 θ 并非仅在决策早期发挥作用, 而是

在整个试次中持续调节被注视与未被注视选项的

价值贡献, 直至决策变量达到边界。因此, 本文所

说“早期更接近乘法机制”, 并不意味着乘法机制

在后期完全消失, 而是指在不确定性较高、信息

仍在被采样与加权的阶段, 价值增益效应在行为

上更容易被观察到。随着证据积累持续推进, 系

统内部的不确定性逐渐下降, 注意分配也开始由

早期较为分散的信息采样, 逐渐转向对少数关键

选 项 与 属 性 的 集 中 比 较 (Lee & Hare, 2023; 

Sullivan & Huettel, 2021)。随着决策进一步推进, 

注意会逐渐由在不同选项之间来回分配, 转向集

中于最终被选择的选项。此时, 注意的行为效应

更可能表现为一种与当前选择方向一致的偏移过

程, 因此后期注意更接近一种与决策收敛相关的

加法性偏移, 而不再仅仅体现为对价值信号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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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放大(Lupkin & McGinty, 2023; Westbrook et al., 

2020; Zylberberg et al., 2026)。 

需要注意的是, 已有部分计算模型实际上已

经开始尝试同时整合乘法与加法机制。例如, 注

视加权线性累加器模型 (Gaze-weighted Linear 

Accumulator Model, GLAM)强调视觉注视对价值

信息进入证据积累过程方式的调节, 认为注视能

够改变不同选项证据积累的相对速率(Molter et 

al., 2019; Thomas et al., 2019)。此外, Rieskamp 和

Hadian Rasanan (2023)提出的注视加权优势竞争

扩散模型(Gaze-weighted Advantage Race Diffusion, 

GARD)也尝试在决策的过程中, 同时考虑注意与

价值之间存在着乘法与加法的交互作用。这说明, 

已有研究事实上已经开始意识到, 注意对决策的

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单一机制, 而可能同时涉及

价值增益与方向偏移两类过程。 

然而, 现有模型更多关注的是在同一计算框

架中同时纳入乘法与加法成分, 以提高对行为数

据的拟合, 并未进一步强调两类机制在决策时间

进程中的动态主导性变化。 

4.3  信息层级：从价值表征到证据整合 

但是, 仅有时间维度仍不足以解释所有分歧, 

因为注意作用的对象本身并非单一。更完整的解

释还需要回答：注意究竟作用于属性、选项, 还

是作用于选项之间的整合与比较？ 

从信息层级看, 价值决策至少可以区分为三

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属性层、选项层与整合层。

属性层涉及价格、概率、收益等局部信息, 选项

层对应对单个方案形成的整体主观价值, 而整合

层则涉及不同选项之间的竞争、证据累积与最终

选择。此外, 多属性决策研究也表明, 视觉显著性

可能影响不同属性与选项进入比较过程的优先顺

序 , 从而进一步影响后续证据积累与最终选择

(Hasan & Trueblood, 2024)。行为与模型研究表明, 

在简单情境中, 个体往往倾向于在选项内部整合

概率与收益, 而非逐属性比较, 这提示较高层级

的整合过程可能遵循不同于属性层的计算原则

(Glickman et al., 2019)。神经证据同样表明, 不同

属性信息首先在较低层级被编码, 并在更高层级

整合为整体价值 , 体现出明确的层级加工结构

(Suzuki et al., 2017)。在较低层级上(属性层与选项

层), 注意的核心功能是选择并放大输入信息。个

体更关注某一属性时, 该属性在最终主观价值中

的权重会上升; 更关注某一选项时, 该选项的价

值信号也更容易在比较中占优。这类作用本质上

是对信息权重的调节 , 更贴近乘法机制(Yang & 

Krajbich, 2023)。而在较高层级上(整合层), 注意

的作用则不再局限于改变输入权重, 而是影响证

据如何被整合、何时逼近阈值以及哪一侧更可能

先完成选择。计算建模研究表明, 不同情境因素

可以通过改变扩散模型中的多个参数(如起始点、

漂移率与决策阈值)来系统性影响选择行为, 从而

对应于不同加工机制(Zhao et al., 2022)。在这一层

级中, 持续注意可以为当前选项提供额外的方向

性推动, 即使其不再直接等同于价值本身, 这也

使加法机制具有更强解释力(Cavanagh et al., 2014; 

Frömer & Shenhav, 2022)。 

神经证据进一步支持这一分层理解。Sampson

等(2025)的研究表明 , 注意既可以增强当前选项

的 表 征 , 也 可 以 调 节 整 合 过 程 中 的 增 益 ; 

Sepulveda 等(2020)则发现, 注意优先整合的是与

目标相关的信息, 而不必然是绝对价值最高的信

息。这些结果说明, 注意可以在不同信息层级上

发挥不同作用。因此, 乘法与加法机制并非作用

于同一加工过程, 而更可能分别对应注意在不同

信息层级上的主导作用。 

4.4  时间×信息层级的整合框架 

综合时间与信息层级, 本文提出一个“时间×

信息层级”的整合框架(见图 1)。本文的核心目标

并非提出一种新的单一机制, 而是尝试解释在整

个决策过程中, 注意随时间以及信息层级的变化

过程承担何种作用。基于这一视角, 注意对价值

决策的影响至少包含两类可能共同存在并动态变

化的过程：一类是对价值信息的增益调节, 另一

类则是对决策方向的额外推动。 

在决策早期, 由于系统内部的不确定性较高, 

证据尚未接近决策边界, 个体需要在多个属性与

选项之间进行广泛的信息采样与权重分配。此时, 

注意主要作用于属性层与选项层, 更容易表现为

乘法式调节, 即通过影响哪些信息优先进入比较

过程、哪些价值信号获得更高增益, 以及哪些属

性在主观价值计算中占据更高权重, 改变后续证

据积累的方向与速度(Krajbich et al., 2010; Smith 

& Krajbich, 2019; Yang & Krajbich, 2023)。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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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层级与时间层级的整合框架 
注：彩图见电子版 

 

时, 越来越多研究表明, 这种价值增益过程并不

完全依赖外显注视。价值导向注意研究发现, 高

价值刺激即使未被直接注视, 也更容易优先吸引

注意资源(Anderson et al., 2011)。这些结果提示, 

在决策较早阶段, 隐性注意也可能通过优先增强

高价值信息的加工与积累, 参与乘法式的价值增

益过程。随着证据积累持续推进, 系统内部的不

确定性逐渐下降, 注意分配也开始由早期较为分

散的信息采样, 逐渐转向对少数关键选项与属性

的集中比较(Lee & Hare, 2023; Sullivan & Huettel, 

2021)。在这一过程中, 部分低相关或低权重信息

会逐渐被过滤, 决策系统也逐渐由开放式比较转

向选择收敛。因此, 中间过滤阶段并不意味着乘

法机制已经消失, 而更可能表现为：价值增益过

程仍在继续, 但与当前选择方向一致的偏移过程

开始逐渐增强。换言之, 这一阶段更接近一种乘

法与加法机制并存的动态状态, 而非两类机制在

固定时间点上的突然切换。当证据逐渐接近决策

边界, 且注意更多作用于整合层时, 其行为效应

则更容易表现为一种与当前选择方向一致的加法

性偏移, 即不再主要通过持续放大价值信号影响

决策, 而是更多参与推动证据积累向某一方向收

敛, 并稳定已经逐渐形成的选择倾向(Cavanagh et 

al., 2014; Westbrook et al., 2020)。但要注意的是, 

决策后期并非只包含显性注意。Eum 等人(2023)

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即使未直接操控中心注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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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未注视的信息, 仍能够对最终选择产生系统

性影响。这说明, 后期决策偏向并不完全依赖显

性眼动本身, 而可能还涉及未被直接注视信息所

引发的隐性注意分配过程。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 在后期加法机制主导

的过程中, 究竟是注意推动选择, 还是选择影响

注意。具体来说, 在决策早期, 注意直接作用于选

项价值, 被注视选项的价值会在积累过程中获得

更高权重 , 因此注意影响选项 (Krajbich et al., 

2010; Smith & Krajbich, 2019)。然而, 随着证据逐

渐积累并接近决策阈值, 注意效应的性质可能发

生变化。Shimojo 等(2003)提出的“凝视级联效应”

表明, 在决策临近时, 个体注视会迅速集中于最

终被选择的选项。Westbrook 等(2020)进一步指出, 

后期注视与价值的关系可能由早期偏向乘法交互, 

逐渐转向更接近加法的偏移。也就是说, 在决策

后期, 注视行为可能不再主要体现为对价值信号

的持续放大, 而更多反映系统内部已经形成的选

择倾向。但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隐性注意完全退

出决策过程, 而更可能表现为隐性注意、选择收

敛与动作准备等多个过程之间的共同作用。与此

同时, 部分后期注意效应也可能与选择收敛、决

策承诺以及动作准备等过程相关, 而不仅仅体现

为持 续 性 的 价值 增 益 (Cavanagh et al., 2014; 

Lupkin & McGinty, 2023)。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由

乘法增益逐渐过渡到加法偏移的变化, 并不是一

个瞬时完成的离散切换过程, 而更可能表现为随

着证据积累逐渐接近阈值, 系统内部不同计算机

制相对贡献的动态变化。 

从计算建模角度看, 乘法与加法机制可分别

对应于 DDM 类模型中不同形式的漂移率调节。

前者主要表现为注意对价值信号权重的交互性调

节, 而后者则更接近于独立于价值差异之外的方

向性偏移。乘法机制指注意通过调节价值信号在

证据积累中的相对权重影响漂移率, 其概念化表

达可写为： 

 0 1( )vt Value Gaze       (1) 

其中, 注视(gaze)与 价值(value)之间表现为

交互关系, 即被关注选项的价值会在积累过程中

获得更高权重 (Krajbich et al., 2010; Smith & 

Krajbich, 2019)。在经典 aDDM 中, 这种乘法式调

节通常通过注意折扣因子 θ 表达： 

  1Vt Vt d rleft rright       (2) 

其中 Vt 表示时刻 t 的证据积累状态, d 为漂移

缩放参数 rleft 与 rright 分别表示左右选项的主观价

值, θ 表示未被注视选项的价值折扣程度, ξ 为随

机噪声项。当个体注视某一选项时, 未被注视选

项的价值贡献会受到折扣, 因此注意主要通过改

变价值信号在证据积累中的相对权重影响决策。 

相比之下, 加法机制则更接近一种独立于价

值差异之外的方向性偏移, 即注意除了调节价值

权重之外, 还会直接影响证据积累方向, 其概念

化表达可写为： 

    0 1 2t Value Gazev         (3) 

其中, vt 表示时刻 t 的漂移率, β0 为基线漂移

率截距 , β1(Value)表示价值差异对漂移率的影响 , 

β2(Gaze)表示由当前注视状态产生的额外方向性偏

移。与乘法机制不同, 在该模型中, 注视对漂移率

的影响并不依赖于价值大小, 而是作为独立输入

直接推动证据积累向某一方向收敛。因此, 即使

在控制价值差异之后, 被持续关注的选项仍可能

更容 易 获 得 最终 选 择 (Cavanagh et al., 2014; 

Thomas et al., 2021)。 

需要强调的是, 已有部分模型(如 GLAM)已

经开始尝试在同一计算框架中同时纳入价值加权

与方向偏移成分(Thomas et al., 2019)。然而, 这些

模型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对行为数据的整体拟

合, 而较少进一步讨论两类机制在决策时间进程

中的动态主导性变化。相比之下, 本文更强调从

“时间×信息层级”的角度理解这种差异 , 即在决

策早期, 注意更容易表现为对价值信息的乘法增

益调节; 而随着证据积累、不确定性降低以及选

择倾向逐渐稳定, 注意的行为效应则可能逐渐转

向与决策收敛相关的加法偏移。这一框架的意义

在于, 它既保留了乘法机制对价值权重调节的解

释力, 也吸收了加法机制对后期选择偏向的解释

力, 从而把看似矛盾的证据重新组织为同一决策

过程中的不同切面。近期关于交互性注意、动态

注视效应以及多属性神经编码的研究都与这一框

架相容(He & Bhatia, 2023; Sampson et al., 2025; 

Westbrook et al., 2020)。 

5  小结 

本文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注意究竟通过

何种计算方式塑造价值决策？对现有证据的梳理

表明, 将注意简单理解为“价值放大器”或“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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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性推动”, 都不足以解释全部现象。 

乘法机制主要体现为注意对价值信号权重的

调节, 因此更适用于解释决策早期的信息采样与

价值比较过程; 相比之下, 加法机制则表现为在

价值整合之后对选择方向的额外推动, 更能解释

决策后期的最终注视偏向与选择承诺。据此, 本

文提出“时间×信息层级”的整合框架 , 认为两类

机制并非相互排斥, 而是注意在不同阶段与不同

层级上发挥主导作用的不同表现。这一框架的意

义并非为了对某一机制进行最终裁决, 而是将分

散于行为、建模与神经层面的证据整合为一个统

一且可检验的理论结构。在这一视角下, 注意不

仅塑造价值的计算方式, 也参与选择的提交过程, 

从而在决策的不同阶段发挥层级化的调控作用。 

在此基础上, 未来研究可沿以下路径进一步

推进：其一, 利用更精细的时序分析区分早期增

加权重调节与后期额外方向性推动, 检验注意机

制是否存在时间演变的动态转变; 其二, 在多属

性任务中同时操控注意目标、任务目标与价值结

构, 以检验注意作用是否会随信息层级变化呈现

不同计算形式; 其三, 可在同一范式中结合眼动、

神经记录与计算建模, 对两类机制的决策过程进

行联合检验, 从而更系统地刻画注意对选择形成

的动态调控过程。最后, 可以重点关注隐性注意

的变化过程, 运用实证实验去证明隐性注意是否

也遵循加法机制以及乘法机制。 

除此之外, 本研究的应用价值, 可以从计算

建模与消费者决策等多个层面加以说明。首先 , 

在计算建模层面, 传统漂移扩散模型及其扩展形

式(如 aDDM、GLAM 等)通常假定注意对证据积

累过程的影响较为稳定, 难以刻画其在决策过程

中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本文提出的“时间×信

息层级”框架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 

即注意对决策过程的作用可能并非固定不变, 而

是会随着时间推进以及信息加工阶段的变化而发

生调整：在决策早期, 注意更可能通过增强价值

信息的权重来影响证据积累过程; 而在决策后期, 

其作用则更可能表现为对选择方向的引导, 从而

促进决策收敛。这一观点为进一步发展具有时间

结构的动态决策模型以及改进模型比较方法提供

了参考。 

其次, 在消费者决策情境中, 决策早期个体

通常处于多选项比较与信息整合阶段, 此时通过

突出价格优惠、用户评分以及核心性能参数等关

键信息, 可以增强相关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 

从而强化目标选项的相对优势。例如, 在广告页

面前端呈现折扣信息或用户评价, 有助于提升商

品的吸引力。而在决策后期, 当消费者逐渐缩小

选择范围并接近最终决策时 , 通过优化界面布

局、提高购买按钮的可见性或设置默认推荐选项

等方式引导注意集中, 则可能进一步促进最终购

买行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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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al mechanisms of attention in value-based decision making: 
Dynamic regulation of additive and multiplicative models 

ZHOU Yuxuan1, YANG Yilin2, HUANG Jianping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2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Cognition Groninge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Groningen 9712 EK, the Netherlands) 

Abstract: In value-based decision making, individuals cannot process all available information with equal 

weight, making attention a key mechanism that shapes choice. A central debate concerns whether attention 

influences evidence accumulation by amplifying the value of attended information (multiplicative 

mechanism) or b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directional push toward the currently attended option (additive 

mechanism).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ehavioral, computational, and neural evid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se two mechanisms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but instead reflect a functional division 

within the same decision process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and hierarchical levels of in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Furthermore, we propose that the computational role of attention exhibits a dynamic 

transition from a multiplicative to an additive mechanism during decision making. Specifically, in early 

stages, when information is represented at the attribute level (e.g., price and reward) and option level 

(subjective value), attention primarily functions as a multiplicative gain modulation that amplifies the 

weight of value signals. In later stages, when information is integrated into accumulated evidence, attention 

is more likely to exert an additive directional influence on the emerging choice. Building on this perspective, 

we propose an integrative “time × information hierarchy” framework to reconcile existing discrepancies in 

the literature. This framework highlights how attention dynamically modulates evidence accumulation 

through multiple pathways, thereby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more explanatory 

models of value-based decision making. Furthermore, the framework emphasizes that attention is not a 

unitary mechanism, but a dynamic control system operating across time and hierarchical levels of 

in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Keywords: attention, value-based decision-making, evidence accumulation, additive mechanism, multiplicative 

mechanism 

 

 

 


